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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辜胜阻 杨 威

【摘 要】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问题。文章认为未
来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须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的“四
化协调”原则，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五大偏向问题，提出实现中国城镇
化可持续发展需要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
度依赖问题、鼓励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
改变各城市在 GDP上的恶性竞争局面。
【关键词】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偏向
【作 者】辜胜阻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杨 威 武汉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
健康发展”。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27%，实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相比
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国 30 年城镇化进程较为迅速。然而，当我们在为中国城镇化“跨越式”
发展而高兴的同时，也在担心中国城镇化发展是否可持续？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产业支撑和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城镇

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首先，城镇化要与工业化、与制造
业由大向强转变相协调，城镇化要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
空心化”。要防止脱离实体经济、没有产业支撑的拉美式城镇化陷阱，大力优化城镇实业
经营环境，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巩固城镇化的实

体经济基础。其次，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加快城乡统筹，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
劳动力，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
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未来城镇化发展要以城乡
统筹为导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
乡互动协调发展（辜胜阻等，2009）。第三，城镇化要与信息化相协调，在城镇化进程中通
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世界银行在《2030年的中国》报
告中认为，“智慧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实践表明，发展智慧城市，
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如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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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

利增加 3 倍（张伟，2011）。

一、当前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中的“五大偏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是也需要反思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过度依赖土

地财政、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过多的非家庭式城乡人口迁移、过高的半城镇化和城市间
恶性的 GDP硬实力竞争等多种偏向。
（一）城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土地财政”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城市房地产形
成高度“泡沫”态势
“分税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
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也造成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见表 1）。
一方面，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了居民消费能力，
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阻碍了人才进入，制约了城镇化长期发展。如实证研究发
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城市的房价指

数也越高，即政府对房价的上涨可能存在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张双长、李稻葵，2010）。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城市“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造成了土地资
源的极大浪费。如有统计显示：2000～2009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
长了 69.8%、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 28.7%（周慧兰、曹理达，2011），使城镇
化发展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风险。

地方财政收（亿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

土地出让金（亿元）

年 份

32581 35383
63.4 76.6

7803 8515
16.6 28.4

23573 28650
55.2 33.5

9850 11893
55.0 53.9

15101 18304
39.0 41.9

2009 20102001 2002 2007 20082003 2004 2005 2006
1296 2417 5421 6412 5884 7677 13000 9600 16000 27000

表 1 2001～2010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数据汇总

资料来源：张燕君等（2012）：《土地制度与“土地财政”对房价上涨的影响及平抑对策》，《理论导刊》，第

2 期。

（二）城镇化过度依赖超级城市、特大城市而不是大都市圈，人口过度集中于特大城市
造成“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
中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如农民工总量的

65.4%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外出农民工的 64.7%集中在地级市以上城市（国家统计局，2012），
导致城镇发展规模并不均衡。一方面给大城市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
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的困扰；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小城镇的规模过小，缺乏集聚效应。如占国土
面积超过 70%的西部地区城市比重却不到 30%，城镇化水平只有 38. 3%，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

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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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非常不足（见表 2）。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城市的发展规模超出了原有的组织
管理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时，就必然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和可持

续化发展。如有统计显示，全国 667个城市，约有 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2/3的城
市被“垃圾围城”（陈文胜、王文强，2011）。有研究发现，受制于城市管理模式滞后、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落后于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城镇化水平在 50%～70%之间将是“城市病”的爆发期（张忠华、
刘飞，2012），为此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西部

城镇发展

输入地农民工就业地域分布（%） 16.7

中部

17.6

比重（%）数量数量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167 17.4 686.7 71.6

东部

65.4

数量

105.2 10.9

城市个数 25.3166226 34.5263 40.2
特大城市 54 44.3 38 31.1 30 24.6
大城市 40 33.9 47 39.8 31 26.3
中等城市 72 47.7 38 25.2 41 27.1
小城市 97 36.7 103 39.1 64 24.2
十大城市群分布 6 3 1
城镇化率（%） 56.2 43.0 38.3
人口流动

本地农民工（%） 61.4 22.7 15.9

输出地农民工占全国比重（%） 42.7 31.4 25.9
外出农民工（%） 31.6 36.6 31.8

比重（%） 比重（%）

资料来源：城镇发展的数据来自辜胜阻等，2010；人口流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2）：《2011 年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2 中国分地区城镇化水平及人口流动现状

地 区

（三）过度依赖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异地转移，大量“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巨大社会代价
目前，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已婚者占 73.4%，其中外出农民工已婚者达 58.2%，但近

80%农民工是单纯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国家统计局，2012），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农
村，并且多在假期和农忙期间返乡，预期自己年老、生病、失业时仍将返回农村，从而呈现显
著的“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模式。这种单纯的劳动力异地流动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
首先，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据统计，在农村人口中，约有 5 000 万留守儿童，4 000 万留
守老人和 4 700 万留守妇女（刘杰，2011），农民工自身缺乏家庭幸福感，留守长辈的劳动和
精神负担加重，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安全等问题突出。其次，带来了严重社会隐患。在农
村壮年劳动力转移之后，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安状况堪忧，而务农重任落在妇

女和老人身上，又进一步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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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发展模式，造成农民工权
益缺失

中国当前的“半城镇化”突出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业中退出，也不能完
全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只是简单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这导致城市对农民工
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权益。调查显示，目前外出农民工
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 13.9%、23.6%、
16.7%、8.0%和 5.6%（见图）。同时，企业对农
民工是“取而不予，用而不养”，与城市劳动者
相比面临“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
权”的不公平待遇，农民工多从事脏、累、苦、
险性质工作，员工待遇差。如当前 41.3%的农
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这些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 335 元，占其月
均收入的 16.0%（国家统计局，2012）。
（五）在城镇化进程和城市竞争过程中，过度重视 GDP 等硬实力和高楼广场等硬环境，
忽视软实力和软环境，城市间形成 GDP恶性竞争局面
如果说 GDP 规模、高楼大厦，道路交通是城市的“硬实力”或“硬环境”，那么城市精神
文化、居民道德修养和城市社会服务等就是城市的“软实力”或“软环境”。对于城市发展而
言，软实力具有双重功能，对内它担负着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对外它是增强城市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金周英，2008）。没有“软实力”或者“软实力”不好的城市，和计算机的裸机
一样是没有活力的。但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偏重于进行 GDP 规模、高楼大厦、
道路广场等“硬实力”竞争，而忽视了“软实力”和“软环境”建设：重 GDP规模，轻民生幸福；
重“大拆大建”、“推倒重来”，轻传统保护；重“贪大求洋”、“攀高比新”，轻人文关怀；重“形象
工程”，轻功能效果。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
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城市间 GDP 恶性竞争扭曲了城市发展的目的，忽略了改善民
生、让居民生活更美好的本质。竞争导向的扭曲，一方面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千城面貌趋
同，“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缺乏居民文化认同感和对外的
文化吸引力，城市精神衰落；另一方面也导致许多市政设施使用率低，建设资金浪费。据统
计，全国的城市和建制镇中，约 1/5存在铺张浪费的“形象广场”（冯华，2006）。

二、改变城镇化失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改变城镇化失衡，推动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着力避免当前城镇化过程中的多

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2011 年中国农

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2011 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

务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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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偏向，让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改变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形成多层次的住

房供应体系，使房地产“去泡沫化”，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
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依靠土地财政推动城镇化建设也非长久之计。要坚持事权与财权
相匹配的原则，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探讨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城镇
建设债券试点，研究开征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等税种，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建设，逐步取代城

镇建设依赖土地出让金的局面。要积极推行“扁平化”的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依赖症”。未来应该继续在省以下启动和推动“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财政
管理方式的改革。要构建城镇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逐步挤压房地产“泡沫”。就像车市一
样，有低档、中档、高档，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房地产市场也需要构建一个包括高端、中端和
低端商品房，保障房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利用法律、税收、金融等
措施调控社会闲置房源，减少空置率，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加强房价管控，使房价回归合理。
（二）要采取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对“大城市病”进行标
本兼治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分布，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整体效益、减少“大城市
病”。要实施均衡城镇化战略，在以大城市为依托发挥大都市圈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同
时，重视在都市圈以外地区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辜胜阻等，2010）。依托
县城发展一批中小城市、推进据点式城镇化：在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城关镇发展为 30
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 50万～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 20 万～30 万人
的中小城市；在 50 万以下人口的小县则要拓展县城。在都市圈发展中，要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提升

都市圈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要通过利用“智慧城市”先进技术和手段，加强城市规划和
组织管理，治理“大城市病”，提高城市的组织管理效率。合理进行空间规划和交通规划，发
展公共交通等，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等，克服大城市环境污染。
（三）要推进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农民工的回归，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家庭式迁

移和就近转移，减少过高异地流动带来的沉重社会代价

研究发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比较收益差距较大
影响了农民工转移的地域选择（辜胜阻，2011）。为此，要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民工
就业创造良好条件。中西部城镇要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激励政策，健全基础设施、建立承接
产业转移园区、完善产业配套服务能力、优化政府投资服务，大力吸引国外及东部地区企业
进入。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就地转移的能力。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技能
教育的资金、人力支持，使用财税政策吸引企业参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改革农民工职业
技能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模式，强化有助于农民工本地就业的就业技能的培训。鼓励农民工
家庭式迁移，减少大规模异地流动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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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
民工的市民梦、安居梦、创业梦“三大梦想”
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进城农民能够在城市“安得下来”，保障

农民工合法权益。为此，要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梦”。因
地制宜，对不同规模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的政策，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
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可以完全放开。要分类指导，帮助
新生代农民工及老一代农民工的“精英群体”率先实现“市民化”。循序渐进，先构建适合农
民工特点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再逐步实现
市民和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先让农民工落户，从身份上市民化，再通过教育宣传
等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实现心理上的市民化。要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盘活土地
资本支持农民工创业，实现农民工的“创业梦”。要通过设立创业园区，优化返乡创业审批机
制，强化创业技能培训，建立创业专项扶持基金，减免创业税费等措施，扶持农民工创业。要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抵押机制，盘活土地资本，提供创业资金来源。要推进城镇安居
工程建设，实现农民工的“安居梦”。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构建
“政府－企业雇主－农民工个人”三者相结合的多渠道保障房资金筹措机制，探讨农民工的
农村住房或宅基地与城镇住房置换，使用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建立农民工的标准员工宿舍。
（五）要重视城市“软实力”和“软环境”的建设，改变各城市在 GDP 上的恶性竞争局面，
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增强城市特色和综合竞争力

当前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比 GDP、比区位、比资源向比文化、比环境、比服务转
变，一句话就是“软实力”的竞争。文化是国家软力量主要来源之一（Joseph，1990），而文化资
源、传播力度、社会和谐则是影响城市软实力的直接因素（陶建杰，2010）。从偏科学规划的
“功能城市”发展理念向偏人文关怀的“文化城市”理念转变，已成为优化居民生活的“软环
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如伦敦将文化视为城市的“心搏”，新加坡明确提出
“文艺复兴城市”，首尔把以文化为中心的市政方针放在首位，确立 2015 年建成“文化城市”
的愿景（吴忠，2010）。为此，中国城镇化建设要以建立“幸福城市”和“和谐城市”为目标，着
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将城市发展从 GDP竞争导向向民生竞争导向转变，完善政府绩效
考核标准，将居民幸福指数、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纳入考核，着力增强居民对城市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重视以政府服务而非“形象工程”来提升城市美誉度。政府需要从“管理型政
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创新。要
保护城市传统文化及物质载体，挖掘并创新具有城市个性的优势文化，大力发展城市文化

创意产业。

三、研究结论

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中国城镇化必须

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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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化协调”原则：城镇化要与工业化相协调，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农业要稳，制
造业要强，服务业要大，防止“产业空心化”；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加快城乡统
筹；城镇化要与信息化相协调，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获取城镇化发展

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多重偏向和失衡，未来必
须反思这些城镇化偏向，克服城镇化失衡，推动智慧城镇化，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构建城市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城市财政体制，改变城
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高地价推高房价的偏向。要通过采取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
加强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来缓解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大城市病”的偏向。通过推
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来解决城镇化过度依赖人口非家庭
式迁移和异地转移，造成巨大社会代价的偏向。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民工与市民逐
步平权、推进城镇安居工程建设来解决城镇化过度依赖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
和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偏向。要通过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提高城市“软实力”营造“软环
境”、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来解决城镇化建设过度重视“硬实力”和“硬环境”及 GDP 恶
性竞争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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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Deviation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Gu Shengzu Yang Wei·2·
Urban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onaliz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five ma-
jor dev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ol-
lowing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 sized and small cities and towns,
reforming the government's fiscal and tax system,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work and live at local cities and
towns, providing citizenship to migrant workers, and avoiding the inter- cities cutthroat competition on GDP.

The Changing Numbers and Structure of the "Only-child" Women in Fertility Age Wang Guangzhou·9·
Focusing on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adjustments and using the population stochastic micro- simulation model, this paper

has studied the total amount, structure and trend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As the result showing here, the continuing fast growth
trend of "only- child" women is irreversible in the next 30 years. If the current birth control policy is unchange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will reach more than 10 ‰. The proportion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in all fertility women will be
more than 50% in 2050,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will be over 120 million. If birth control policy is
eased to allow two children for the "only- child" wom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will be less than 50%,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will still be over 100 million in 2050. If birth control policy is released to allow two
children for all wom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only- child" women will be less than 30% ,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on-
ly- child" women will be under 100 million in 2050.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Benefit Adjustment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He Wenjiong and Others·19·
The benefit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for consecutive eight times since 2005,

and it has aroused social concerns and academic atten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benefit adjustments to the balance of the fund, and then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his policy. Consider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we establish an actuarial model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the benefit adjustments on the ability of fund payment. Under certain as-
sumptions, we compare several scenarios and find that with a strong arbitrary and excessive growth in the current pension benefit
adjustment, in the long run, the fund will be led to a serious payment crisi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benefit adjustment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and three proposals to establish a sound pension benefit adjustment
mechanism.

Social Welfare,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A Coupling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Lu Jin and Others·31·
Based on coupling model,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hanging features of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studies the de-

gree to which they coordinate, thus making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The paper finds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of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the level of social wel-
fare will decline after reach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social welfare in each area. The decrease of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he arrival
of turning points will deteriorate the coupling trend. Therefore, provinces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growth and welfare and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Population Age Distribution and Labor Income in China: Based on Cohort Analysis
Wei Xiahai and Others·44·

Based on CHNS from 1991- 2009, this paper applies a newly- developing approach of cohort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labor income pattern of China's households from the view point of labor cohorts and ag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change of household labor income, the age and generational cohort effects are both in a linear in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former is larger than the latter. For income inequality, the age effect demonstrates clear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and increases at
a rapidly accelerating rate, while the cohort effect shows a steady rising trend and reaches a high level only in the cohorts born after
1960. Moreo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hort and age effec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comparison,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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